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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04年，您作为领衔专家，承担了《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2004-2020年）》“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研究”课

题。自此，城市艺术设计学这门全新的理论，正式进入人们的视

野。作为该学科的创始人，请问您当初为什么会将艺术设计引入

城市规划？城市艺术设计如何与其他规划要素相融合？

郑宏：城市艺术设计学是聚焦全球化背景下对城市特色“趋

同”问题进行的学术研究。趋同化是全球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和

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一个令人担扰的文化走

向，千百年来风情各异的许多景象不复存在，而经过再造的城市

全都似曾相识，甚至“千城一面”。

城市特色是国家文化重要资源，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竞争力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特色“趋

同”，无疑是城市文化资源和竞争力的萎缩。我国正处于高速城

市化进程中，趋同化问题尤为严重，主要原因就是长期重视城市

物质和工程技术规划，忽视城市艺术规划与设计，所以建立一个

完整的城市艺术设计学理论体系，是探索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城

市特色“趋同”问题的有效途径。建立城市艺术设计学科体系，

充分发挥艺术设计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是艺术设计学内容的扩展

与创新，也是城市规划与艺术设计学科的交叉和创新。

城市艺术设计学运用艺术设计方法与规律，以城市艺术化

设计与城市艺术品创作为主体，着力解决城市“特色危机与趋同

化”问题，提升和优化城市形象和艺术品质。把我们的每一座城

市，既建成为“能用、好用、耐用”的城市，又建成为“能看、

好看、耐看”的城市。

城市艺术设计学的提出，源于我自身的美术和艺术设计专

业背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的基本内容，即将艺术结

合衣食住行各个领域。而我真正开启城市艺术设计的探索之路，

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1987年我被公派清华大学建筑系进

修，期间选修了朱自煊先生的《城市设计》课程，90年代中期开

始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给本科生讲授《景观设计》等课程，教学

内容以城市景观设计为主。1999年6月，我应《世界建筑》主编陈

衍庆先生邀请，参加在清华大学举行的“1999年建筑师大会城市

设计论坛”，并提交了《艺术设计城市景观》报告。2000年我主

编《中国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丛书》，得到张仃院长的支持。

2001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艺术设计城市景观》，同年

10月发表《北京城市广场群的研究》一文。2004年，在《城市艺

术设计学初探》文中，我提出城市艺术设计学是一门亟待建立的

前沿学科，得到城市规划界专家认同与支持。一直以来，城市功

能规划与城市艺术设计规划脱节，城市品质、城市特色和城市个

性质量不高。所以我建议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进行城市艺

术设计专题研究，得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支持，2004年我主持承

担了《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任务，这是1949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专项课题研

究，也是北京规划委员会正式采用城市艺术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研

究一个专项内容，得到各方面支持与认同，特别是赵知敬主任及

建设部等资深专家的支持，为我探索中国城市艺术设计学奠定了

基础。

城市艺术设计必须了解和掌握城市规划基础原理，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规划工程要与城市艺术规划、艺

术设计创作相结合，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纳入城市艺术创作设计。

凡是城市规划成就高的城市，均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均有城市创

作介入，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规划设计，就

是以城市艺术创作为先导的规划作品。

记者：城市艺术设计研究离不开前人的理论探索和城市实

践，能否介绍一下在这一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

郑宏：尽管城市艺术设计相关学者有很多，但明确强调城

市艺术设计价值的代表人物应属奥地利学者卡米诺·西特及其著

作《城市建设艺术》。当然，在梳理近现代城市艺术设计相关人

物时也离不开伊利尔·沙里宁、吉伯德、爱蒙德·N·培根、凯

文·林奇、芦原义信，以及中国著名城市设计教育家朱自煊等学

者。

卡米诺·西特是直接研究城市艺术设计问题，其他学者只

是在探讨城市设计中部分涉及城市艺术问题，所以西方城市艺术

设计研究代表人物就是卡米诺·西特。他是奥地利近现代著名城

市艺术规划设计研究开拓者，1889年出版了《城市建设艺术》一

书。他根据大量古代城市空间实例考察归纳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

见解。思考古典城市与现代城市艺术差异，以及如何处理面临的

嘉　　宾：郑 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本刊记者：文爱平

郑宏：以城市艺术设计学，破解城市趋同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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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问题，为现代城市艺术设计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伊利尔·沙里宁，曾编制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城市规划，出

版了《城市——发展、衰败和未来》《形式探索：艺术的基本

途径》等著作。他强调城市设计工作作用，提出体形环境设计

理念。

凯文·林奇，美国著名城市设计学家，曾经担任麻省理工学

院教授，开设城市设计课程，曾出版《城市意象》一书，论及城

市构成五大要素即道路、边缘、地域、节点和标志。这五个要素

也是控制与营造城市点、线、面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芦原义信，日本著名城市设计学者，于1975年出版《外部空

间设计》，提出积极和消极空间、空间的加减法等概念，对城市

设计影响颇大。

朱自煊先生，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先驱、城市设计教育家，中

国首倡城市设计学者，他在城市设计和城市保护理论方面做出了

杰出贡献。

这些学者及他们的理论，均或多或少涉及城市艺术设计。

城市进入现代化、工业化发展之后，城市发展价值多样化，城

市艺术设计价值面临更多挑战，城市“去艺术化”成为一种“噱

头”，但我们坚信城市艺术仍然是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基

本要求，建立城市艺术设计专项规划概念十分重要。

记者：您主持的《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研究》课题，

是城市艺术设计的一次重要实践。课题在总体规划层面探索城市

艺术设计，将城市规划功能与城市艺术规划设计相结合，挖掘城

市艺术设计价值，请问其主要研究成果有哪些？

郑宏：2004年《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成果

主要由七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回顾与问题分析，以及

几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艺术设计定位、回顾与分析，包

括1938年《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草案》、1953年《改建扩建城市规

划草案的要点》、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

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首都北京城市

历史空间系统保护、现代空间系统创新和生态空间系统发展不平

衡；二是古都与首都功能叠加，造成保护与发展矛盾；三是首都

北京城市形象特色需要依赖古都特色的观念具有片面性；四是城

乡美学趋同，城乡艺术设计发展目标定位模糊；五是首都北京城

市空间艺术设计形态缺乏创新体系和创新元素；六是低估了房地

产建设对北京城市艺术设计的负面影响；七是首都北京城市整体

识别系统规划缺失；八是北京城市新建区域扩大，非中心地区和

边缘地区特色弱化，边界地标象征元素缺失；九是北京城市艺术

设计管理缺位等。

第二部分是北京城市艺术设计体系建构，包括建立首都北京

城市“三系一体”框架意义和作用，以及“三系一体”的体系概

念和北京城市艺术设计体系。

第三部分是首都北京与外国首都城市艺术设计比较，包括首

都功能类型比较分析，如法国首都巴黎、美国首都华盛顿、巴西

首都巴西利亚、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以及首都比较启示等。

第四部分是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理念，包括北京城市

艺术设计发展战略理念和实施“三系一体”发展战略。

第五部分是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的实施，包括实施

保护战略的北京城市历史空间艺术设计系统保护；实施创新战略

的北京城市现代空间艺术设计系统创新，其中有“米”字创新轴

线、广场群、“八大节点”、生态艺术带（圈、廊）重点对景、

识别系统及控制元素等；实施发展战略：北京城市生态空间艺术

设计系统发展，包括中心区公园、绿地等；远郊区自然保护区、

旧地、林地等。

第六部分是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元素，包括广场与广场群、户

外广告、道路、公共设施、建筑屋顶、城市色彩、公共艺术与雕

塑、城市照明、城市尺度，以及古都老城门与首都北京新门户标

志等。

第七部分是从北京城市艺术设计发展战略层面得出的基本

结论。

该课题通过了由王瑞珠院士担任组长的专家评审组的验收。

记者：2018年，您主持完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艺术

研究》课题。这是城市艺术设计的第二次重要实践。北京城市副

中心在城市艺术设计时面临着怎样的难点和挑战？如何通过城市

单体或整体塑造，来强化副中心城市特色，为副中心发展注入新

动能？

郑宏：该课题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艺术研究作为切入点，

提出副中心城市艺术三大功能，即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高附

加值、增强城市竞争力；建构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艺术“三系一

体”基本研究概念与框架；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精神塑

造、城市特色塑造和城市魅力塑造建设三大目标，并在大量调研

基础上，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城市辨识度低、特色不足、价

值塑造取向模糊等难题，进行探索性思考，提出方案建议。

我们通过借鉴世界著名城市和副中心城市艺术相关案例实践

经验，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环境与城市艺术建设目标，创造

性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艺术的“一个体系”“二个策略”和

“三个方案”，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城市特色单体塑造与整体

塑造”创新方法，以及城市艺术“控制与营造”等创新理念，为

破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特色、城市精神及城市魅力塑造难题提

供方法和途径，这也是该课题研究的原创性研究学术价值与实践

价值所在。

今天我们进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艺术研究，除了其自身价

值特征与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遵循城市艺术规律，运

用城市艺术方法化解副中心城市建设面临的“雷同化”风险，探

索副中心城市特色、城市魅力和城市精神。

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重控制，轻营造，这是导致城市

“雷同化”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城市艺术设计是在城市规划控制

的同时，引入控制与营造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建立“三系一体”

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艺术研究框架，对副中心城市艺术系统

与要素有一个明确定位，分析三大体系构成优势与劣势，明确难

点，寻求突破。

值得强调的是，为了借鉴世界城市艺术及副中心艺术经验，

我们团队进行了部分国外城市艺术专项调研，如日本东京副中心

城市艺术与韩国世宗市等，全方位吸收世界一流城市艺术及副中

心城市艺术规划、设计与创作智慧。

同时，为结合北京副中心城市艺术研究目标与要求，我们进

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现场调研及国内相关城市调研，如上海城市

副中心城市艺术调研，杭州京杭大运河拱宸桥滨水带及天津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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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等，取得大量一手资料。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大量文献调研

工作，为探索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精神、城市特色和城市魅力研

究打下坚实基础。

北京副中心城市艺术研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极具挑战性，

我们以创造性、前瞻性方法进行原创性探索，提出一些新方法、

新理念与新途径，希望本课题研究能够为北京副中心城市艺术建

设目标实现出实招，提出理念与方法支撑。

为强化副中心城市特色，我们提出了二个策略，即城市艺

术单体塑造与整体塑造，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案例研究。城市艺

术单体塑造案例，包括悉尼歌剧院、北京央视大楼、纽约自由女

神、新加坡鱼尾狮、丹麦美人鱼、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像、青岛

五四广场五月风雕塑、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美国新奥尔良

市意大利广场、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英国伦敦塔桥等；城市艺

术整体塑造案例，包括法国巴黎城市艺术整体塑造、美国华盛顿

城市艺术整体塑造、英国伦敦城市艺术整体塑造及捷克布拉格城

市艺术整体塑造等。另外，我们对城市艺术区也做了有针对性的

案例研究，如法国巴黎拉德芳斯艺术区、日本东京立川艺术区、

日本东京新宿艺术区等。

记者：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艺术已成为能够穿游于城

市空间，为人们提供精神体验、精神文化感受，甚至形成文化认

同的一种重要因素。如在城市规划中，现在更多地注重宜居、宜

业、宜游等，其实是把城市当做一个巨大的文化现场、一个巨型

的文化空间。请问是否可以通过城市艺术设计，让大家走进城市

时，不仅获得对功能的满足，更能获得文化的体验，感觉到赏心

悦目，生活更美好？

郑宏：城市艺术是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

城市艺术从多种尺度层面规划设计创作“艺术品”，如城市中轴

线艺术规划、广场群规划等宏观尺度规划，只能通过鸟瞰才能体

验；也有微型尺度的城市艺术，如城市雕塑、城市地面的铺装就

在身边，触手可及。将艺术设计全方位融入城市各个尺度和全要

素之中，这才是城市艺术最为特殊之处。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巴西

首都巴西利亚的规划案例就十分典型，无论宏大尺度的城市中轴

线，还是街道、街区、广场、河道、绿地和公共艺术，以及公共

交通设施巴士、共享单车、广告牌、道路铺装等，都融入了城市

艺术设计，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艺术综合体，城市所有的功能要

素均可以与艺术设计相结合，甚至于就是一个“艺术品”。

记者：高耸的旗杆、飘扬的国旗，是天安门广场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也是构成国家象征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但目前还缺乏针

对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和旗杆高度的专项研究。这些年来，

您独辟蹊径，将其选作重点研究对象，并颇有所得。您曾提出

“大国巨帜”的概念，请问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为什么要加大尺

度和提升旗杆高度？

郑宏：“大国巨帜”概念的提出，是我十多年来持续研究天

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与旗杆高度设计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2017年，我撰写了《大国巨帜——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

设计再思考》一文，提出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的美学取向与

定位。这是我在2010年《天安门广场国旗悬挂尺度设计研究》和

2012年《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高度设计研究》基础上的发展与深

化。2019年，我围绕“大国巨帜”的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设

计环境，又提出《天安门广场旗群设计构想》，构成一个完整的

以“大国巨帜”国旗升挂尺度为主体的国家仪式旗帜系统。

目前，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和旗杆高度设计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两个：一是国旗升挂尺度小，二是旗杆高度低。我围绕这

两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文献和现场调研，以及相关案例调研，在此

基础上逐渐形成“大国巨帜”的设计理念。

随着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加大和旗杆高度提升研究深

化，旗杆位置作为广场空间中心问题的研究也非常关键。

“大国巨帜”的国旗升挂尺度设计理念的确立，必然对其在

广场空间秩序与定位有所影响。因为“大国巨帜”强调加大国旗

升挂尺度和提升旗杆高度，要形成以国旗旗杆为主导的广场空间

关系，强化国旗旗杆的广场中心作用。正如1949年开国大典前，

陈干先生明确旗杆选址的功能、意义与定位，设置旗杆位置就是

确定了天安门广场中心点，即设置广场中心的“0”点位置，同

样也是确定城市空间中心的坐标“0”点。

天安门广场国旗基座首次建成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

前夕。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做出了

“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在

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城楼之间的中心轴线上修

建国旗旗杆及基座。城市规划专家陈干先生，参加规划工作的第

一项任务，即负责拟定整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规划，具体内容

是确定国旗基座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他在进行国旗基座定

点规划时，从恩格斯关于“0”的性质分析中得到启发：“0”是任

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

位置一旦确定下来，就会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

和线的方向。新中国的国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与象征，

把它的旗杆所在地作为首都规划的“0”点应是无可争辩的历史

选择。陈干先生认为：“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那一刻起，新中国首

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要从

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

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

其实，从文献调研观察，广场中心点的表述曾有两个，一个

是以旗杆位置为广场中心点，一个是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位置为广

场中心点。但根据1949年开国大典前陈干先生的国旗旗杆选址理

念与定位，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选址与后续建筑关系变化的相关

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先是纪念碑位置南移，同时，纪念碑主立面

由原朝南向而改为朝北向，即纪念碑主立面朝向国旗旗杆，纪念

碑成为以国旗旗杆为中心广场的南端围合建筑；纪念碑东西两侧

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的建筑中心点没有对位纪念碑，也形

成以旗杆为中心的围合建筑群。

总之，我认为探索通过加大国旗开挂尺度、提升旗杆高度，

以及明确以国旗旗杆为广场中心的空间关系、广场主导形象塑造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宪法规定天安门

广场是每日升挂的地方之一。由于其升挂地点特殊，不仅广场空

间环境尺度巨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如何展现一个大国的国家

形象。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而丰富，是当之无愧

的大国，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升挂尺度设计应体现这样一个定位，

即应具有“大国巨帜”审美价值取向与定位。

首先，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设计是国家形象和仪式功能

的重要内容，不仅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等元素共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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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家形象系统，而且应在这个系统中具有主导作用。

其次，提出“大国巨帜”概念作为国旗升挂尺度设计依据、

定位与目标，具有创新性意义。“大国”是“巨帜”尺度设计的

内在需求与要求。所谓“巨帜”就是巨大的尺度升挂国旗，通过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的大尺度设计，更能体现国家形象与内涵，

其大尺度设计直接影响国旗升挂的审美展现效果，是国家形象塑

造不可或缺的内容。

最后，通过加大国旗升挂尺度与提升国旗旗杆高度，可以为

国家形象优化与创新提供新的载体，增添国家形象创新元素。

记者：“大国巨帜”概念下的国旗升挂尺度和旗杆高度设计

该如何定位为宜？您对其尺度设计有何建议？

郑宏：因为“大国”是尺度设计内涵，“巨帜”是体现尺度

设计形象表现的目标要求，所以“大国巨帜”概念进一步明确了

国旗升挂尺度设计和旗杆高度设计的定位与目标。

一要加大国旗升挂尺度。将现状升挂尺度1:9.09，加大到

1:6.65，这也是开国大典升挂国旗时的尺度关系，或建议1:6等国

旗升挂尺度，以确定国旗升挂尺度审美价值定位与基本取向。这

有利于强化国旗升挂形象与功能在天安门广场的主导作用，强化

国旗升挂形象的视觉形象感知力和显示度，展现国家力量、精神

与气魄。

二要提升国旗旗杆高度。旗杆高度的高与低定位直接影响广

场空间形象，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旗杆低于建筑群，即现状；二

是旗杆高度与建筑群高度相同；三是旗杆高度高于建筑群。一旦

旗杆高于建筑群，必然形成广场主导形象和广场中心。

从广场建筑物设置过程观察，实际已经形成以旗杆为中心的

天安门广场空间秩序和空间结构。第一，广场仪式空间主体是国

旗升降仪式，从最初的简单仪式已逐渐发展完善，但随着国旗升

挂尺度加大，现有国旗升降仪式的创新，应当创造性研究与“大

国巨帜”相适应的升降国旗仪式。第二，从广场和长安街空间关

系确定国旗升挂尺度设计定位。因为广场是相对完整的矩形空

间，同时由于其巨大空间尺度，必然呈现开敞性，长安街与广场

空间融合度较高，部分长安街与广场空间是重叠的，应当将东西

长安街空间感知国旗升挂尺度要求考虑进去，甚至于要从更多城

市要素的角度来考虑广场国旗升挂尺度表现力。

拟将现状30米旗杆高度，提升至35米，这也是1949年开国大

典时设置的旗杆高度。随着天安门广场扩建，与广场巨大尺度相

协调，提升旗杆高度还有各种方案建议，如高度49米、81米、99

米或100米等。改变目前旗杆高度低于广场建筑群高度的现状，

使国旗旗杆高度在天安门广场、北京南北中轴线上及中心城更加

凸显，突出其在广场中心点和制高点作用，形成一个新城市竖向

轮廓线形象。同时，也提升国旗展示气势和表现力，有利于增强

国家意识，展现“大国巨帜”的国家形象气势与魅力，成为首都

北京国家形象展现的又一个新亮点。

记者：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广场东西两侧100面红旗，迎风招展，

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您专注天安门广场国旗研究多

年，请问这次旗群的设置对优化天安门广场国家仪式空间有何重

大意义？

郑宏：随着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挂尺度设计研究的深化，围绕

广场“大国巨帜”国旗升挂尺度及旗杆高度的整体设计研究，我

逐渐萌发了关于广场旗群设计概念的思考。天安门广场的旗群设

计为进一步优化天安门广场国家仪式环境艺术提供了一个建设性

思路。

广场旗群设计，是指以旗群围绕广场中心的主旗杆构成一

个完整的天安门广场旗群景观，形成一个完整、统一、丰富和多

层次的旗群景观系统，创建一个更加整体的以国旗为主体的旗群

景观体。虽然天安门广场经过近70年的多次改造扩建，以及国旗

旗杆更新与国家广场仪式创新探索，但围绕广场主旗杆更加整体

的广场旗群概念设计未见提及。之前，在广场设置了二组旗阵，

一组是国旗旗杆与纪念碑之间，另一组是在正阳门北侧，均为东

西方向排列，然未能形成旗群设计概念。广场旗群设计概念的缺

失，是天安门广场国家仪式系统亟待完善的一项规划设计工作。

天安门广场旗群设计是国家形象塑造与仪式空间优化的重要

创新点之一。围绕广场主旗杆形成旗群景观，可以增加广场重大

活动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也构筑一道新的独特风景。旗群可以设

置国旗群，也可以设置为主题旗群或彩旗群等类型。旗群设计可

以有效地塑造整体的国家形象，形成丰富的广场空间节奏，并赋

予它们更多的人文内涵，整体地展现国家首都政治、文化等精神

面貌。

旗群设计要坚持选位适当、尺度适宜、功能适用、形式多

样、个性鲜明、主题突出的原则，使旗群设计产生认同感、亲切

感、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因为旗群均为飘动的形象，

通过旗群色彩、形状、动态、光线、视觉及听觉等多种感知元素

共同作用，使旗群景观更具有感染力、震撼力和冲击力。

2021年7月1日广场旗群的实施，充分说明我提出的广场旗群

设计构想原创性意义与价值。此次旗群设置，优化了国家形象塑

造；进一步完善了国家仪式环境；增加并丰富了国家仪式的隆重

与热烈的审美感染力；强化了广场中心国旗的国家主导性与层次

感；完善了广场空间边界竖向景观形象塑造；同时，广场旗群设

计既隆重热烈又经济实用，可以减少临时景观设置与投入；并填

补了天安门广场旗群设计研究的空白。

天安门广场的旗群设计对空间优化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一是

形成不同空间围合关系；二是形成主辅分明层次关系；三是创造

广场空间的对比与变化；四是完善广场内外空间的衔接与过渡；

五是形成丰富空间的渗透与层次；六是营造空间的引导与暗示；

七是强化广场空间程序组织；八是有利于广场空间分区；九是增

强广场边界形象塑造力；十是增强广场整体感知强度。

旗群使用方便、灵活、安全性好。总之，天安门广场旗群设

计，它既可以营造并增强庆典的喜庆、热烈、隆重之景观艺术表

现力，可以有效整合目前广场几处旗阵，形成更加整体的旗群景

观，也可以长期作为广场庆典或重大活动使用。


